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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香港话剧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时期深受中国剧运的影响，形成现实

主义和启蒙传统，政治性和启蒙性是其两大特征。这既有社会现 实 意 义，也 形 成 了 特 定 的 美

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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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alism and enlightenment traditions of the Hong Kong drama can date back to the

influences it receiv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period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a result being political and enlightening have become its

two prominent features which accounts for its realistic social values and its particular aesthetic

framework.

Keywords: Chinese Drama Movement Hong Kong Drama realism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西方戏剧以“话剧”为名传到东方，成为现代主要戏剧样式，美国著名戏剧

学者谢克纳谈道:“‘话剧’一词出自中文，用以意指 20 世纪初中国人所引入的

来自欧洲的西方戏剧。亚洲其它地方的情况一样，可以说世纪初整个东方的摩

登(modern) 人士被西方戏剧所吸引，这种戏剧运用日常言语和社会行为作为表

现媒介，亚洲进步的思想家们为了自身需要一种现代戏剧，它具有激进的思想，

和他们在易卜生、肖伯纳的戏剧中所看到的东西非常接近，因此，许多亚洲戏剧

革新家想把传统戏剧样式现代化，或将传统的戏剧表现方式融入现代戏剧之中，

话剧因此应运而生，并且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1］(PP. 16 － 17)

作为英殖民地，香港在 1840 年代开始就有西式戏剧演出。自英国 1841 年

占领香港后，居港的洋人便有自己的娱乐活动，如戏剧、音乐会等，驻港英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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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属有业余 演 剧 记 录，更 有 一 些 表 演 团 体 从 英 国、澳 洲、欧 美 等 地 到 港 演 出。
1844 年英国官兵在香港成立首个剧团:“业余戏剧团”(Amateur Dramatic Club)。
从各种文献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早期诸多的西式剧院，由这些演出场地亦可想

象在华语话剧诞生之前，香港的西式演剧情况。1852 年就有皇家维多利亚戏院

和皇家戏院，而建造于 1859 年的卡里逊戏院“虽然整座是竹棚搭建而成，但外观

宏伟，置诸伦敦也不遑多让”。① 1866 年开幕的葡萄牙人俱乐部( 含戏院) 是位于

些利街的一所华丽的戏院，经常有流动的歌剧团和喜剧团在此表演，本地的业余

剧团剧社也是常客之一。皇家意大利戏院位于后来称为荷里活道的街上，此外

还有一间皇家花园戏院，有“不定期的音乐会和戏剧上演”。香港首座大会堂于

1869 年落成，内含有皇家戏院，查烈在《南华早报》中谈道:“皇家戏院是当时香

港唯一的公立戏院。现在表演团体都转移到其它大型戏院上演，而这些大戏院

的设备也不俗”。②其他临时剧场还有德国人俱乐部，原香港会(1945 年成立) ，

其会址后来成为娱乐戏院;此外一些大型娱乐表演活动有时在户外空地临时搭

建的演出场所举行，有时在“阅兵场”上搭建精美的帐篷里举行。这些表演且有

特别场以减收票价优惠中国观众。
香港戏剧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状况有关，特别与城市的繁荣和城市公共

生活的兴起有关。由于长期华洋杂处，香港与戏剧艺术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既

有外国戏剧，也有中国戏曲，柏洛在《香港巡礼》中提到:“华人酷爱戏剧表演”，

并认为中国戏曲和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戏剧有很多相似之处———少用布景却使布

景更明显，如叠高椅子代表山等写意或象征的布景手法;全男性演员和女角由男

性反串;暂时脱离现实，如死人复活的浪漫主义手法等等。［2］(PP. 18 － 19) 到

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粤剧受到西方戏剧影响 而 开 始 改 革，出 现 新 品 种:“到

一九○○年，广州、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粤剧工作者已开始采纳西洋戏剧的某

些形式，即减少唱曲时间、增加直接对白。很多原创或改编的戏曲都以当时社会

现况为材料，而避开了传统的‘宫廷’故事，剧目如《唔好食洋烟》、《鸦片杀人》、
《宗教罪人》等都 是 明 显 的 例 子。”［2］( P. 19) 当 时 香 港 出 现 一 种 戏 班 自 称 为

“志士班”。1905 年，陈少白、程子仪、李纪堂等人组成的“采南歌”，是有记录以

来最早的志士班，该班改良粤剧，在传统的粤剧里加入了白话戏剧成分，配合时

局宣传爱国和革命思想。志士班是首批锐意革新粤剧的班子，在题材上根据社

会现况编写剧本，批判社会不公和政治黑 暗，在 艺 术 上 融 合 戏 曲 和 现 代 戏 剧 手

法，在表演的中段突然停下来讨论时局，宣 扬 革 命 思 想 和 呼 吁 观 众 加 入 革 命 行

列。但是殖民地政府对华人社群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具有革命色彩的新式演剧

并不支持，甚至有意无意采取压制的态度。香港文化人罗卡指出:“观乎二十世

纪初这段战前时期，香港政府一直对本地华人的传统或新式剧艺，表现出爱理不

①

②

《德臣报》1859 年 11 月 17 日。

载于《南华早报》1933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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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态度。纵使在战后时代，某些政府刊物仍然把本地华人的表演艺术认为可

有可无的文化活动。”［2］(P. 3) 因此新式话剧只能从中国大陆移植而入，并且

在中国剧运的影响下逐渐成长。
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与知识分子的启蒙和革命思想有关。1907 年，留日中

国学生组织的春柳社，演 出《茶 花 女》第 三 幕 成 功 后，全 面 公 演《黑 奴 吁 天 录》。
根据参与演出的欧阳予倩所说:“整个戏全部用的是口语对话，没 有 朗 诵，没 有

加唱，也没有独白、旁白，当时采取的是纯粹的话剧形式。”［3］(P. 18) 随即这种

话剧形式传入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1908 年，一名春柳

社成员组织剧团，在港、穗演出新剧。［3］( P. 25) 早期中国话剧从思想内容来

看，主要是表达知识分子的现实批判与思想启蒙;从文化选择上看，以白话形式

演话剧，标志着以西方之新潮代替中国之旧派，意味着中国从传统 ( 戏曲) 走向

现代( 话剧) ，因此人们称白话剧为“新剧”、“文明戏”、“文明新戏”等。香港早

期白话剧，深受春柳 社 一 路 文 明 戏 的 影 响，与 爱 国 活 动 和 思 想 启 蒙 有 关。1909
年，香港进步报人黄鲁逸等创办 优 天 影 剧 团，开 始 在 香 港、澳 门、广 州 演 出 文 明

戏。优天影剧团加入了新成员后，改称为振天声剧团。该团稍后到南洋各地演

出，在新加坡与孙中山会面，团员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当他们结束南洋之行回港

时，香港已有几个类似的剧团在公演受文明戏影响的新剧。1911 年，陈少白改

组振天声剧团为振天声白话剧社，成为全港最好的文明戏剧团。据《梨影》杂志

残本中刊载的一篇文章《余之论剧》所记述，振天声之后，“继起者为琳琅幻境、
清平乐、达观乐、非非影、镜 非 台、国 魂 警 钟、民 乐 社、共 和 钟、天 人 观 社、光 华 剧

社、啸闻俱乐部、霜天钟、仁风社、仁声社等。于是戏剧之风，为之一变。而以新

剧相号召者，数载之中，十有余次，学堂之暑假毕业，亦莫不以戏剧为游嬉。其时

新剧，可谓盛极”。①其中最著名的琳琅幻境、清平乐、达观乐、镜非台、仁风社、仁

声社在香港很活跃，并常在广州和澳门交流演出。香港话剧的发展大致可分为

“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三个重要时期;在这三个时期深受中

国剧运所塑造的 香 港 话 剧，与 中 国 话 剧 一 样 形 成 影 响 深 远 的 现 实 主 义 和 启 蒙

传统。
“辛亥革命”时期香港是革命的基地，新剧先驱同时也是革命先驱，如陈少

白等同盟会成员，在香港组织早期最有影响的“振天声白话剧社”、“清平乐白话

剧社”等，以新剧形式宣传革命。现代形式的戏剧在香港是因应革命而产生的，

因此也随着辛亥革命结束后而陷入低潮。新文化运动时期香港现代戏剧的文化

表述缺席，因为香港在那时尚未有与中国内地相若规模的文化觉醒，未达到现代

戏剧发展的关键动力，香港的文明戏很快走向了商业化，并有向粤剧形制回归的

趋势，以适应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在中国大陆，同时期文明戏虽然也出现商业

化现象，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上海开始盛行“爱美剧”，20 年代中国剧

① 作者署名“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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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更摒弃早期新剧形式，探索新兴的西式话剧。1928 年洪深将英文“drama”译

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文明戏”，中国话剧从此定名，并逐渐成熟起来。香港

话剧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其人才培养和实质性变革，都有赖于大陆，特别是广州

的直接影响。具体而言，田汉、欧阳 予 倩 两 位 重 要 人 物 对 香 港 剧 运 起 了 推 动 作

用。田汉在上海创办的南国戏剧社，对中国剧坛影响很大。该团不仅在国内而

且到香港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为话剧界带来了新面貌。欧阳予倩是东京春柳社

成员，回到上海后成为新剧的推动者，他更把新剧运动带到广州和香港，作为中

国话剧的先驱人物，他也是香港话剧最重要的奠基者。1928 年欧阳予倩到广州

创立“广东戏剧研究所”( 附设戏剧学校) ，通过系统理论教育和实践训练，使学

生对来自西方的话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省港两地培养了许多戏剧骨干人才。
其主事人与教师如欧阳予倩、唐槐秋、胡春冰、赵如琳、马彦祥、易剑泉等都在 30
年代末到香港推动剧运的发展。戏剧系的李化、李丽莲、区爱、彭国华、李月清、
章正凡、陈武雄、卢墩、李晨风、吴回 等 人 后 来 在 香 港 从 事 专 业 或 业 余 的 戏 剧 活

动。正如《从戏台到讲台》一书所指出的:“早期香港的话剧人材多是由广州传

入的，特别是一九二九年欧阳予倩等办的广东戏剧学校，培植了一批师生，其后

都来到香港发展，成为香港剧运的先锋人物。”［2］(P. 45) 与此同时，20—30 年

代香港中西方文化艺术杂糅、交汇的大环境继续滋育着话剧这种新生事物的成

长。1930 年 7 月 18、19 日，《南强日报》刊载平陵的《戏剧杂谈》，认真地介绍了

西方戏剧的传统、门类及其社会功能等。1931 年 1 月 21 日，该报开始连载知名

戏剧工作者陈大悲的《表演艺术的建设》，着重对戏剧做了详细讨论，这是香港

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戏剧理论的开始。而在演出实践上，1934 年 10 月欧阳予

倩翻译、改编和导演，以昔日广东戏剧研究所学生为班底，结合香港本地的活跃

分子，以现代剧团名义演出的《油漆未干》，为香港专业话剧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南华日报》任颖辉评论《油漆未干》首演时说:“在香港公演话剧不是容易的事

件……一提起话剧，一般人以为还是就是从前盛行的文明戏，以为现在研究话剧

的就是那些闹闹的文明戏子。而不知今日的话剧思想是前进的，批评人生的，表

演是深沉而有生命的，固定的，创作的，而是普遍性的艺术。”①欧阳予倩回上海

后，他的门生李晨风、骆克、李援华等继续参与香港的话剧活动。1934 年 7 月，

《南强日报》曾先预告后报道时代剧团在娱乐戏院公演苏联名剧《体方用圆》，香

港文教界前往观者甚众。这时期香港学界还出现了华人演出英语剧，如 1930 年

10 月 18 日，香港大学文学院学生会打破惯例，首次华籍男女演员同台演出莫里

哀的《打出来的医生》和基斯杜化·莫莱的《排练》，获得很大成功。庇利罗士女

校于 1933 年 12 月在英皇书院上演《西游记》，被称赞为“能细致刻画出中国文

化里的传说”。1936 年 7 月，香 港 大 学 文 学 院 学 生 会 又 有 一 盛 大 演 出，剧 目 是

《王宝钏》，社会名流、政府高官、学者等莅临观赏，诚如一交际会。整个 30 年代

① 载于《南华日报》1934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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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话剧出现了新潮流:理论界开始系统 介 绍 西 方 戏 剧 源 流，学 界 演 出 英 语 话

剧，而尤其是由欧阳予倩带去的成熟话剧，为香港话剧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香港话剧在 1930 年代深受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其批判现实的态度，

中国化的政治观念与艺术风格，为香港话剧奠定了现代剧运的传统。而真正使

话剧成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与深远艺术感染力的，是抗日救亡 运 动。“七 七

卢沟桥事变”后，香港抗战话剧风起云涌，新创剧作不断涌现，演出日渐繁盛，迎

来了香港话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7 年卢沟桥事件引爆了全面抗战，也引发了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的剧运

热潮，此时香港话剧也复兴起来，再度与社会现实、祖国命运同呼吸。与小说、诗
歌等文学样式不同，戏剧是群体性的艺术形式，是民族认同的理想形式。抗战时

期在整个华语话剧圈中，从中国大陆到港澳台，都出现了话剧的一个发展高峰，

因为抗日救亡是一个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事，是所有华族子弟共同关心的命运问

题。话剧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种群体交流仪式，有时超出纯艺术的审美范围，具

有更广泛的文化组织意义。抗战话剧不仅能号召民众、鼓舞士气，还能够募捐支

援前线;此时从事话剧演出的，不仅有职业剧人，还有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学生

与文教工作者。大陆、香港、澳门三地的剧人并肩战斗，以话剧这种富有现实战

斗力而又贴近群众的艺术形式为武器，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也使香港话剧在现实主义和战斗精神中走向成熟。

首先是香港本地剧团空前活跃。受全国性爱国抗敌戏剧运动的刺激，并在

广州国防剧运的直接影响下，压抑已久的香港话剧潜流顿时如泉涌现。从 1937
年至 1941 年间香港的剧运突然蓬勃起来。据统计，当时出现的剧团总数超过二

百个，并且都能配合国内，戮力推展救亡运动。这时期上演的剧目接近三百个，

其中除了部分初期从内地取得或由访问剧团带来现成的救亡剧外，创作剧占的

数量不少。这些剧作感情率真强 烈，抗 战 的 主 题 鲜 明 突 出，但 艺 术 技 巧 不 很 成

熟。剧团活动除了公演外，还有讲座、座谈会、比赛、训练班，演出地点有大戏院、
学校礼堂、青年会会堂、孔圣堂等。这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藉戏剧表达他们压

抑已久的情感，亦藉此表现他们对祖国命运的关怀;既不能上阵杀敌，惟有通过

戏剧言词表达报国热忱于万一。”［2］(P. 62) 香港话剧诞生之初，就因中国剧运

的影响而奠定了现实主义传统，此时更趋于政治化和启蒙意义，一切以国家一致

抗日为最高目标，“话剧由少数城市知识分子独有的玩物变成为全国大众 慰 藉

的恩物。”①抗战所掀起的香港剧运高潮，表现在青年戏剧界同人联合四十多个

剧社组成香港青年戏剧协会( 简称“剧协”) ，并和广东戏剧协会留港同人会、中

国艺术剧团联合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演出:《黄花岗》，李殊伦称为“香

港戏剧界的伟大的行动”。②但是即使在这个战争的特殊时期，戏剧也与和平时

①

②

载于《星岛日报》1939 年 1 月 18 日。

载于《大众日报》1939 年 5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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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同样存在着发展和深化的问题。抗战给香港话剧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主要是

内地三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剧团、中国救亡剧团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由大陆剧人唐槐 秋 领 导 的 中 国 旅 行 剧 团 ( 简 称“中 旅”) 于 1938 年 7 月 抵

港。8 月，全港多个 戏 剧 团 体 热 烈 欢 迎“中 旅”演 出，剧 目 包 括 曹 禺 的《雷 雨》、
《日出》，阿英的《春 风 秋 雨》，于 伶 的《夜 光 杯》，杨 翰 笙 的《前 夜》，欧 阳 予 倩 的

《李秀成之死》，洪深的《阿 Q 正传》等大陆一流剧作家成熟的话剧作品。而后，

在利舞台以早场上演《前 夜》和《日 出》为 时 两 周。稍 后，又 在 利 舞 台 正 场 演 出

《正气歌》和中旅创业剧《梅萝香》。1939 年中旅经历了分裂和 重 组，又 演 出 由

吴祖光编剧的《凤凰城》，和集体制作的《五羊城》等。由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艺

术剧团( 简称“中艺”) ，不仅在大戏院演出，而且到学校、机构、工厂乃至船只上

为大众平民、劳工演出。1939 年 1 月在利舞台演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王震之等

集体创作的国防剧《正气歌》，接着推出了《雷雨》和《得意忘形》。2 月，中艺为

香港青年筹赈会在高升演《雷雨》。3 月底，参与《黄花岗》大汇演，并在中央戏

院演出四个剧目:《钦差大臣》、《得意忘形》、根据托尔斯泰《欲窟》改编的《黑暗

之势力》，以及胡春冰编写的《中国男儿》。4 月，中艺又在中央戏院演出由欧阳

予倩执导的《狄四娘》( 改编自雨果的原著)、莫里哀的《伪君子》和《青纱帐里》、
《屏风里》( 欧阳予倩编剧)。5 月，香港与内地留港四十多个剧团为欧阳予倩五

十大寿联合汇演，为赈济难民筹款。这次汇演宣传盛大，内地留港的名作家纷纷

在《大众日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上撰文祝贺。中艺还设粤语组，6 月底在

中央戏院演出的一季就推出粤语剧《花溅泪》( 于伶编剧)。中艺是“立足香港”
社会面向群众的专业剧团。此外，金山、王莹等领导的中国救亡剧团 ( 简称“中

救”) ，其成员都是影剧界的专业人士，团员们却情愿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以戏

剧报国，宣扬爱国抗日是他们的宗旨，为着这个理想和目标，他们南下香港，经港

转南洋各地演剧。中救留港时间只有 3 个多月，在利舞台演出《民族万岁》、《台

儿庄之春》①和《保卫祖国》②等剧目，都是直接反映抗战的艰难与卫国战斗的故

事。演出得到香港报界广泛报道，其中金山、王莹、范政、姜笙韵的演技特别获得

许多赞赏。剧团还为学生、社团及 基 层 民 众 作 专 场 演 出，减 收 票 价 至 一 毫 到 四

毫。他们的爱国、奉献与热情投入战斗的态度，对香港文化人和青年人产生深刻

影响。
1939 年 6 月间，中救、中艺、中旅在香港合演了《黎明之前》。这三大剧团对

香港话剧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一种高水准典范的提升作用。1937 年前，香港观

众甚至无法支持一个专业话剧团的生存发展，抗战爆发后，大陆赴港剧团带起了

看话剧的风气。香港剧坛著名人士鲍汉林先生回忆:“中旅”的高水平演出引起

了香港人对话剧的兴趣，令人们以较认真的态度去看话剧，也使香港话剧制作更

①

②

即由《台儿庄之战》改名而来，历史上台儿庄之战日军大败，日本因此干预演出，当时香港

政府慑于日本势力，于是逼剧团将剧名改为《台儿庄之春》上演。

此剧由四个独幕剧《贼》、《死里求生》、《鬼夜哭》、《逃难到香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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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谨，例如布景 方 面 便 有 明 显 改 进;“中 艺”主 要 演 出 抗 战 剧;金 山、王 莹“中

救”的演出总是盛况空前，座无虚席，让香港剧人和一般观众都深受话剧艺术的

熏陶。此外，抗战期间活跃于香港的剧团还有广东的红白剧团和广东剧协第一

剧团等，由于成员来自广东，比较容易和香港本地文化融合，演出的剧目也较富

于华南、香港的地方色彩，即使改编剧也较切合香港的现实。总之，抗战以来，在

大陆成熟和高水平话剧的影响下，在国防戏剧和救亡戏剧的带动下，香港话剧获

得长足进步。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进行许多革故鼎新的同时，却在文化心理的深层

上继承了传统的“忧国忧民”和“文以载道”的思想。又因话剧比其他文学体裁

更能接近群众，其关怀社会现实的启蒙意味，也就更加浓厚，这与话剧这个西方

剧种传入中国时，中国文化人所理解的话剧的启蒙性与政治性也相契合。早期

香港话剧从观念到剧作都从大陆输入，采用“载道”和“启蒙”的主题，可谓一脉

相承;到了抗战话剧中华一体化时期，香港话剧接受大陆的影响达到高潮，在整

个 30—40 年代，建立起了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标志着话剧在香港的发展成熟。
而这个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在战后的香港继续走向了深化。战后香港是一个很

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间，新文化运动时期香港缺席了的启蒙运动仿佛可以更广泛

而深入地展开。此时香港话剧不仅延续战前话剧的优良传统，关注社会底层生

活和严肃的社会批判意识，还开辟了新的 发 展 空 间，担 当 起 重 要 的 社 会 文 化 使

命。但这个时期的政 治 局 面 跟 五 四 运 动 前 后 不 同，“五 四”时 期 主 要 是 文 化 启

蒙，重点在个性觉醒和解放，追求科学、民主和自由;但到了 1940 年代中后期，中

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八年抗战后，国共又内战;过去三十年，参与话剧的多

是爱国青年和左翼人士，他们因救国而掀起运动，“话剧活动与时代风云之间产

生很具体的意识形态编码”。［4］(P. 106) 此外，国共内战期间，许多左翼人士

为逃避国民党拘捕而南来香港，中国共产党也有意识地以文艺来争取海外同情

者，因此左派的文化活动是战后香港话剧继续活跃的重要因素。
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危机感、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创造了华语话剧的

繁荣，同样也限制了它的发展。战后殖民地香港的意识形态，尽管在多元文化前

提下没有强制在文化上认同英国殖民主义，但如何处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

关系，是个敏感到不容讨论的问题。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个较明显的

分界线:1949 年之前香港的话剧乃至文学艺术与内地同属一个整体;1949 年之

后，便开始形成了香港不同于内地的文化发展路向。1950 年代香港话剧开始进

入“非政治化”和“非社会化”时期，港英政府对话剧的发展表面上采取“任其发

展的态度，不予干预，也不予资助”，但话剧演出有审查制度，演出剧本均要送政

府检查，批准后才可以演出。审查时并非一个标准，而是对中国现代剧和本地创

作剧检查严格，对西方翻译剧的批核却相对宽松。由于政治的敏感不能直接表

现或干预现实，香港话剧经受现实主义精神的失落而一度跌入低谷。话剧表现

的科学与进步、民主与自由等大叙事，必须附着在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意识

上，而冷战意识形态从根本上限制了现代话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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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特殊的政治形势下，香港仍有一些有心人在推动剧运，主体是曾参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现代剧运的戏剧人和文教工作者。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

的麻烦，他们唯有通过创作和演出历史剧和其他改编自中国小说、戏曲和传奇故

事的古装剧，遥接民族传统的记忆，而尽量避免直接涉及社会现实问题。但这种

在思想内容上不曾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倾向，其本身的存在就是对当时社

会政治情况的一种反映。这个时期香港剧界盛行古装剧，如姚克的《西施》、《秦

始皇帝》，柳存仁的《红拂》、《涅槃》，黎觉奔的《红楼梦》、《赵氏孤儿》，熊式一的

《西厢记》，李援华的《孟丽君》，鲍汉琳的《三笑缘》等。这些植根于中国文化的

历史剧和传奇故事剧，显然契合了香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文化传统，隐含

着的仍然是殖民地香港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问题。1950 年代香港话剧现实主

义和启蒙传统处于隐性形式，校园戏剧与业余爱美剧仍然活跃，剧人在抗战期间

养成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艺术观，这时期基本上体现为导人向善、叔世扶幼的

教育信息。而这个倚靠教育来维持的话剧空间，究其实也是充满社会意义和启

蒙意义的。
香港话剧在中国现代 剧 运 的 影 响 下，始 终 具 有 较 强 的 启 蒙 意 识 和 使 命 感。

这个传统既是西方 19 世纪发展到高潮的现实主义话剧传统，也是中国话剧对西

方话剧接受传统的主流。《话剧百年》一文认为:“中国话剧现实主义和启蒙传

统在每一个话剧发展高潮期，都成为主流。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大

陆话剧的主流还是上承五四新文化精神，创作出一系列文革创伤题材的社会问

题剧。随后我们看到现实主义话剧传统的发展，从社会问题到文化反思，从《于

无声处》、《救救她》到《小 井 胡 同》、《红 白 喜 事》、《桑 树 坪 纪 事》、《狗 儿 爷 涅

槃》、《天下第一楼》，百年中国话剧最有成就者，是现实主义话剧。”［5］( P. 39)

在香港话剧史的梳理中，我们同样发现这个现象。比如到了 1960 年 代 和 1970
年代，保钓运动和 学 生 运 动 如 火 如 荼 之 际，香 港 话 剧 界 提 出 了 放 ( 眼 世 界)、认

( 识祖国)、关( 心社会)、争 ( 取权益) 的口号，大专与中学校园戏剧运动 异 军 突

起，传承的仍然是写实主义话剧传统。1980 年代，香港话剧出现了大量的“九七

剧”，探讨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剧场成了公共文化空间。从 校 园 到 社 会、从 文 艺

到政治、从剧人到观众，话剧成为香港人以本土主义走出殖民主义的文化框架，

也成为所有香港人回应和思考回归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使到了 1990 年代，

消费的喧嚣席卷整个社会，艺术的生存环境与生态变得严峻起来，几乎没有艺术

团体能够摆脱商业经济的压力，香港话剧却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文回归。商

业化大潮和现代主义实验没有使香港话剧从生活现场撤退，香港的剧作家仍在

关注民生，也在关注政治。正如香港剧作家潘惠森所言:“当 喧 嚣 的 锣 鼓 过 后，

我们应该把目光投到在非常发达的商业社会里，那些未曾发声的老百姓身上，也

就是关注底层的老百姓，他们能像昆虫一样活着，活得那么顽强。”①

香港话剧自始便处在中国剧运影响下形成现实主义和启蒙传统。在 20 世

① 见《鸡春咁大只甲由两头岳》演出场刊，香港:新域剧团，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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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的中国，话剧首先被视为一种唤起民众和救亡图存的文艺形式，这种传统不

仅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也形成了特定的美学框架。例如，在 20 世纪初的话剧

演出，常常加插时事演讲，一演说，往往尽情发挥，完全不担心戏剧演出的停顿，

甚至观众也很接受这种形式。启蒙意识使高台教化、单向沟通成为理所当然的

剧场空间布局，这同时也是很值得反思的。知识分子在开启民智的过程中找到

话剧，但在戏剧美学上却又形构了这种潜伏的权力关系，成为现代剧运传统。此

后这种启蒙方式一直被华语话剧圈大多数人视为是剧场空间的惯例，直到 1960
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才有自发的反省与实验;大陆则要到“文革”后和 1980 年

代新时期的探索戏剧，才渐有破解这种剧场权力关系的思考与实践。中华话剧

艺术的发展，明显表现出政治性和启蒙性两大特征。这两大特征是话剧发展的

基础与动力，同时也构成话剧致命的缺陷:一是政治性使话剧注定了工具化的命

运，造成政治运动可以使话剧兴盛一时，但政治局势一变，话剧运动又跌入谷底

的历史现象;二是启蒙性使话剧主要局限为知识分子的活动。香港剧界迄今有

一种观点认为:话剧是知识分子一种文化表象，而每当知识分子的文化被摧毁，

话剧就必然走向式微。［6］(P. 162) 一百年前西方戏剧形式传入中国的时候，占

主流的是一个“启蒙”的观念:少数的“先知先觉者”以他们的先进思想去启发众

多的“后知后觉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以这样的启蒙使命而选择话剧艺

术的，也因此，话剧出现一个问题，容易流于说教，但艺术的交流不应只是单线的

“先觉”或“后觉”，而应该是平等的对话关系。过于急迫的政治性与启蒙意向在

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话剧的审美化、精雅化 发 展，这 致 使 话 剧 在 香 港 前 半 个 多 世

纪，在艺术上少有精品。以后香港话剧虽然走上一条艺术化的道路，但因为过往

的政治化戏剧局限了观众的视野，使艺术探索的道路分外寂寞。话剧需要跟观

众，需要跟社会整 体 建 立 起 一 个 紧 密 的 亲 和 关 系，应 该 寻 找“有 关 切 价 值 的 艺

术”。这是香港话剧，乃至整个中华剧运传统迄今仍应该反思与面对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谢克纳 . 东西方与巴尔巴的戏剧人类学［J］. 周宪译 . 戏剧艺术，1998(5) .
［2］邝耀辉、罗卡编著 . 从戏台到讲台 . 国际演艺评论协会( 香港分会) ，2006.
［3］欧阳予倩 . 回忆春柳［A］.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 第一辑) . 北京: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1958.
［4］卢伟力 . 香港戏剧迟来的西潮及其美学向度［A］. 卢 伟 力 编 . 香 港 戏 剧 学 刊 ( 华 文 戏 剧

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专辑) 第七期 . 香港中文大学，2006.
［5］周宁 . 话剧百年:从中国话剧到世界华语话剧［J］. 厦门大学学报，2007(2) .
［6］梁时杰 . 梁时杰出身“省立艺专”［A］. 张秉权、何杏枫编 . 香港话剧口述史:三十年代至

六十年代 . 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2001.

( 文字编辑 黄 觉)


